
第十一章 曹洞法系（上）——唐宋时期 
 一、三代催生  
 
  从中国禅宗在精神文化领域举世公认的特行独立品格而言，可以把曹洞宗与其它几个宗

派，称作“思想界的贵族”（真正的思想者）。这个“思想界的贵族”之所以能够成立，因缘当

然不一而足，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以石头希迁、药山惟俨和云岩昙晟为代表的三代禅者，

代代相续，直接地培育、养成了曹洞宗的思想来源和宗风底蕴，曹洞宗就是以上三代禅思想

家一以贯之培养催生的结晶。 
  在曹洞宗正式创立前夕，即公元九世纪下半叶（以良价和本寂二位创立者活动年代计）

之前，中国佛教刚完成了一场前无古人的深刻革命——就是禅宗“南宗”的兴起和发展，这场

革新运动，由慧能肇其端，当属确凿无疑，但是，严格地说来，“南宗”在历史上争取到其主

流地位，特别是在思想义理上完善成熟、得以巩固其根基，却是在慧能之后，亦即由公元八

世纪初叶开始的百余年间——这段艰苦卓绝又精彩纷呈的历程，为时一百五十年左右，胡适

之曾这样描摹过这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从公元７００年至８５０年，在这一百多年中，

包括盛唐和中唐、是禅宗极盛的时期，这在中国佛教中是一个大的运动，是佛教内部革新的

运动。”他认为，这在于使佛教真正开始了中国化和简易化的历程。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多次

强调“公元７００－８５０年的佛教革命，”给予极高的评价。胡适之这一观点基本上是符合

历史事实的，即以神会为杰出代表的南宗禅师，直接承继了慧能革新的成果，高举“顿门”
嫡传的旗帜，为南宗成功地争取到了禅宗正统法系的地位，从而也就为佛教真正中国化开辟

了广阔的前景。从此，由师说徒受，“言下悟道”，或者弟子将心得呈师印可从而悟得，便成

了“顿悟”的主要形式，并沿袭下来。有的论者据此认为神会是南宗的实际创始者，帝一论点

可以商榷，因为从思想渊源上看，神会之主张“顿悟”和“无念”，直接地源自慧能，上述推论

显然与基本史实不符。 
  公元７００年，神会前往岭南依慧能为师，恰巧也是这一年，石头希迁诞生了，这真是

一种不可思议的奇特因缘：南宗禅的开路先峰神会接续慧能法脉在前，慧能法孙石头希迁诞

生于后，前者即将在公元八世纪前半叶来上演为南宗摇旗呐喊、闯关夺隘、终成正果的雄壮

活剧，而后者则注定会于世世纪后半叶，静处南国大荒山作世外凝思默想，为“五家七宗”
中之三家南宗子孙开掘思想之正源，说公元７００年是南宗禅的一个逻辑和历史的起点，就

没有什么过份之处了。如果我们再将视野扩大一点，就会发现禅宗群星灿烂照耀千秋的星座，

正是以公元７００年为绝妙的坐标原点的，从慧能大师（６３８－７１３）始，有青原行思

（？－７４０）、南岳怀让（６７７－７４４）、荷泽神会（６８６－７６０）、永嘉玄觉（６

７５－７１３）、南阳慧忠（６９０－７７５）为第一代法子，更遑论马祖道一（７０９－

７８８）、石头希迁（７００－７９０）以下了。中国禅宗第一度群星灿烂，神宗“五家七宗”
莫不发源于此一奇特时空。 
  对于曹洞宗，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无疑是培元固本、先天养成的最佳年代，而在其中，

石头希迁则是其思想的确凿源头所在。 
  石头希迁，少年即在慧能大师门下得度为沙弥，按理本当成为直承大师的法子辈，惜年

方十四岁，大师入灭，无所依傍。经历一番求索后，终于在青原行思处得到开悟，与行思遂

由师兄弟一度而成师徒之辈，并得到另外一位“大师兄”南岳怀让的砥砺。石头希迁如此丰富

而奇特的经历，可谓尽得慧能及行思、怀让两代南宗鼻祖之心要。事实上，石头本人就直截

了当地宣称过这种再亲切不过的心灵意会关系，他初次谒见青原行思的机锋问答便是： 
  师问曰：“子何方而来？”迁曰：“曹溪。”师曰：“将得什么来？”迁答：“未到曹溪亦不

失。”师曰：“恁么用去曹溪作什么？”迁答：“若不到曹溪，怎知不失。” 
  作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南宗禅思想大家，石头希迁的思想成熟、圆融，是在他中年



以后由江西吉州青原山（在今江西吉安）迁往湖南南岳的时期，亦即公元八世纪的后期，他

在南岳度过了后半生近半个世纪的时光。虽然僻处一隅，但是终其一生都保持了沉郁孤高、

好学深思的隐者气蕴，十分注意广泛吸收前贤今人的思想资料，其中既有佛门别家非南宗、

非禅宗的成份，如流行中原和江左的华严、牛头诸家，也包括道家和道教这样的外典之学。

既有对当时思想界的积极回应，也显见追踪前贤、直溯历史深处的高古气质，以上诸多因缘

造就了千古一石头，以致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里半石头与牛头二宗并禅，同归于“泯
绝无寄宗”；石头毕生结晶“回互不回互”之说，亦直接受华严宗十玄缘起以及六祖圆融思想

的影响。至于说到追踪前贤，则石头读僧肇《肇论》而豁然受启发（事见《祖堂集》），就更

是一个明证。应当强调的是：在公元八世纪后半期，亦即慧能以下第二代南宗禅师群体之中，

石头希迁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特性就在于：注重多方面的思想义理之间调和融会，始终涵

养着一种善于兼收并蓄、长于理认整合，而稍拙于实践以及自我宣传的整体气质，而这一点，

正是由马祖道一洪州宗所煽起的后期南宗禅中，所仅有的“孤例”，也就是说，在当时逐渐兴

起的南宗禅那种如火如茶的呵佛骂祖氛围中，惟有石头希迁保持冷静超越的风度，对于南宗

禅内外，佛门内外的各种思想养料进行着自觉的摄取，实际上恰好弥补了马祖一系单兵独进、

孤军深入从而锐气有余、后劲不足之弊端，使南宗禅得以在宽阔和深刻的层面上进一步发展

成为可能。 
  作为石头希迁的思想的结晶，其《参同契》从形式到内容堪可注意，在形式上，此文充

满与道家和玄学亲切融通的气息。题目直接采之于被道教奉为“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

综观全篇，完全不说佛，不言禅，通篇却参玄论道，以“竺土大仙心”起首，以“谨白参玄人”
作结，这不止在当时，就是前后历史中也属罕见，乃至印顺法师也认为，直截了当地“把禅

学看作玄学，称参禅为‘参玄’似乎石头是第一人。”这与其说是石头希迁对于道家的偏爱，

勿宁说体现了他对于举世滔滔狂禅潮流所热衷的南北之争、只知谈禅而完全忽视文化传承和

整合这一弊端的独特态度。“回互不回互”也好，“参同”也好，实际上都是一个中心思想：即

要让修禅者深刻领会万事万物之间互不相犯、各住自性同时又相入相涉、无所分别的圆融不

二关系，这当然也包括对于佛教不同宗派思想所应持的态度在内。在文中，他明确地说“人
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这既可理解为具体针对当时南北宗

之争，更可以理解为石头对于马祖一系“激进派”的深重忧虑；石头本人当然是禅宗南宗这场

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但对于“自立规矩”、向超越佛祖乃至呵佛骂祖的方向急剧发展这一潮流，

对于当时正在普遍蔓延起来的完全否定看经坐禅的炽热倾向，这位时代的主要精神导师，充

满忧虑和不安。在这里，所谓“回互”学说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是这位大智者“满天风雨下

西栖”的俯首沉思，是他向那个到处充满骚动不安、急欲冲决一切罗纲樊篱的大时代所发出

的警示：世界是“回互”的，思想与文化同样是“回互”的——他向禅门同修者门提示着一种重

视不同系统、不同层面的文他相关联系，亦即注重思想文化的继承整合，注重内在的自我规

约和必要秩序的大方向。 
  曹洞宗恰恰是朝着这个方向产生和发展的。 
  石头与马祖两位同时代的禅宗巨匠，便是在这个歧路上分别的。也许石头这位内向的、

喜欢静默的思考者根本就不善于对别人品头评足。而机警俏皮的马祖，却留下了一句十分见

才气因而也十分生动的评语：“石头路滑”。何谓“路滑？”路不滑人，人自滑。人何以会滑？

石头《参同契》有言：“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步。”人之脚步前后如此“回互”，岂有不滑之

理。当然，这只是马祖的批语。石头则完全是另一番道理：“触目不会道，运足马知路。进

步非近远，迷隔山河固。”山川满目而不识前路，抬脚又能迈到哪里去？如此执迷不悟，又

岂可以激进与否作标准来论是否真正有所进步？为令学人会得“回互”之深意，石头在《参同

契》中运用子母、根叶、本末、尊卑、明暗、用处等比喻，反复说明事物互相关系、互相奇

待，其苦口婆心，真似道家《老子》之“道”。 



  石头的路，注定了悠远而绵长，端赖其“回互”理念无穷深厚内力之赐。这也就是曹洞宗

虽然绝少临济宗之开大合、大红大紫，但却绵泽不尽、气力不竭的内因：“回互”者，生生不

息，生机无限，这是与马祖一系截然别样的另一种生机。后者（从洪州宗始）入手于“即心

是佛”，而历经“非心非佛”，最后拈出“平常心是道”，犹如提携利剑一柄，在一系列打、蹋、

喝、骂的 光剑影中，如迅雷不及掩耳，单 直取人“心”。这是南宗禅在“顿悟”方向上的极

致，如此活生生地逼人忽然省悟，释放出无限盎然生意来。而石头则在“回互”之中强调多方

整合，三分迂回，一片蕴绵，如此一路的“生机”自然来得醇厚绵实。应该说，如此运作之分

别，总是后世所谓“临济将军、曹洞士民”之喻的最初底蕴，是“临天下、曹一角”这一势力范

围差别的内在由来。 
  如果说，石头希迁因为开辟“回互”之路而为这一路上之肇始者，则药山惟俨因一肩担荷

石头家业、在禅宗内部继续标举注重思想传承与文化整合之旗帜而成为第二代传人。 
  药山惟俨（７５１－８３４）俗姓韩，绛州（今山西新峰）人。年１７依潮州西山慧照

禅师出家，２３岁戒于衡岳希操（又作希琛）律师。值此少壮少年，因为痛感“大丈夫当离

法自净，马能屑屑事细行于布巾耶？”而径直“谒石头，密领玄旨”，这是《宋高僧传》及《景

德传灯录》、《祖堂集》一以贯之的说法，而另一份史料则明言其为马祖道一弟子。其实，当

石头与马祖并立于世之际，天下禅僧往来二大师门下者，不知凡几。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门

徒与否，最重要的证据，还得审视其思想文化递嬗之迹。 
  药山之直承石头，其最为亲切的会意，堪举其读经坐禅。贞元初（７８５）他离开石头，

迁居汗阳（今湖南津市市）药山，居此近５０年，一如乃师石头之恒居衡岳，为世外高人隐

士，惟看《法华》、《华严》、《涅盘》等经，昼夜如一。不但看经，而且在从石头门下时起就

坚持坐禅： 
  一日，师坐次，石头睹之，问曰：“汝在这里作么？”曰：“一切不为。”石头曰：“恁么

即闲坐也。”曰：“若闲坐即为也。”石头曰：“汝道不为，且不为个什么？”曰：“千圣亦不识”。 
  师坐次，有僧问：“兀兀地思量什么？”师曰：“思量个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

量？”师曰：“非思量。” 
  如果我们环顾８世纪后半叶南宗禅的主流局面——马祖道一开创的洪州宗烽火几乎燃

遍南国，其直指“平常心”，极力否认看经坐禅而代之以打、蹋、喝、骂、画的倾向已成为一

时主流，流布天下，那么，药山惟俨如此坚持看经坐禅，相形之下，实别具深意，这并非刻

意反潮流之为，而是石头系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石头之注重“回互”传承整合的融会特色，

在药山惟俨这里显然开始产生了实际效用。其直接的体证有二：从大处和远处说，重视读经

意味着与佛言祖语传统经教时刻保持紧密联系，亦即坚持对于佛祖传了的承继一面；从小处

和近处说，如此看经坐禅，完全不避堕入“知解之徒”的风险，则又直通荷泽神会的特色，亦

即表现出与当代其它流派坦然整合的鲜明倾向。以上两者是相通的，既然坚持看经坐禅，那

就是因为重视知见知解；既然要以知见为门径，那就必须看经，迁要坐禅，这也正是药山当

初直诣石头，作大丈夫行的誓愿之成吧！ 
  当然，药山惟俨所谓“看经坐禅”，自是不可与凡等论。作为曹溪门下，从荷泽到洪州到

石头，乃至石头门下，高标“行住坐卧皆是禅”，鄙视“以坐为坐禅”，这是并无二致的。甚至

明确地指出看读经论为障道之因缘，还是药山惟俨首先发明的，《景德传灯录》记载： 
  师看经，有僧问：“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为什么都自看？”师云：“我只图遮眼。”云：

“某甲学和尚得也无？”师云：“若是汝，牛皮也须看透。” 
  师又云：“有一般底，只向纸背上，记持言语，多被经论惑，我不曾看经论策子。” 
  （李）翱谢问曰：“何谓道耶？”俨以手指上下曰：“会么？”翱曰：“不会。”俨曰：“云
在青天水在瓶。” 
  “云在青天水在瓶”的见地境界当然只有极少数上根利器者能获致，对这类人来说，广学



博闻悟后任运又何妨？而对“一般底”人而言，乃至根微智劣者，自然是不许被经论惑了。 
  但是，在普遍地不看经、不坐禅风气蔓延开来的８世纪末叶，无论如何，坚持看经坐禅

的人，不能免其孤独的心志和命运。药山在沉郁孤高的家风上，比之乃师石头更为浓重。 
  僧问：“如何是道中至宝？”师云：“菲谄曲。”云：“不谄曲时如何？”师云：“倾国莫换。” 
  师曰：“太守（指李翱——引者注）欲得保任此事，直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他翱再赠诗曰：“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 
  “倾国莫换”，“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都是药山惟俨孤高心志的“夫子自道”，孤峰

顶上“月下披云笑一声”则更是其真实写照。 
  事实上，石头宗系的命运在当世也远未达到后来人所称颂的显赫，虽然直到九世纪前期

总有石头、马祖并称“二大士”之说，但是从总体上看，在７００－８５０年这个时期，亦即

石头希迁诞生，直至唐武宗“会是法难”之前，石头宗系的影响是无法与马祖道一洪州宗比拟

的，这与石头希迁、药山惟俨孤高出世的思想家品格无疑是大有关系的。 
  这在石头系第三代传人那里体现尤为明显。 
  当洪州一系作为禅宗主流蔚然成为“天下选佛场”而成为佛子往慕之门时，石头一系的地

理透移也有悄然发生：从衡岳到药山，再到“沣泊深邃绝人烟处，”石头系前后三代局促湖南

境内，由东而西再而西北，竟然次第移往深山更深处，越来越远离人世，这当然不是什么怯

世避世，而是非高僧禅匠大思想家不能办之大业。这第三代即药山惟俨门下的华亭德诚、道

悟圆智和云岩昙晟。药山入灭之后，师兄弟三人同议，打算持必要的种粮家什，下山溯沣水

而上，直达湖南境内有名大河的源头，养道过生。（因为种种因缘，这个梦想想实际上是非

曲直到了德诚弟子会善，总告完成。） 
  云岩野晟（７８２－８４１）之所以在同门之中越越众人，成为药山惟俨法嗣之中声名

独著者，就在于其浓厚的思想家色彩和独特思想成果。他本来在百丈怀海门下，为侍者长达

二十年之久，守着这样一位洪州宗最为显要的大师，却认为自己仍未契入，于是就在侍奉百

丈尽其天年之后，离开江西“选佛场”，从繁华极盛的南宗禅中心圈，径直来到冷落幽远的湖

南药山“孤峰顶上”，投惟俨门下，顿告言下契会。此时已值九世纪初期（百丈怀海卒于８１

４年），是一个禅宗南宗革命成功、需要自己的比较成熟的思想家的时代，江湖之间参禅路

上不知多少行脚禅得往来憧憧，其中非有上乘法门、独到见地者不能言继往开来卓然成家。

昙晟正是这样一位特出人俊。作为晚到却能成功地契入石头宗系的最有力印证，这位禅思想

家举出自己的“宝镜三昧”法门——这就不但得到药山惟俨心印，而且竟直追乃祖石头希迁。

石头希迁《参同契》道“即事而真”之理云：“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柱。”由洞山良价转述昙

晟心义《宝镜三昧》词云：“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锋相直，巧力何予？”均谓以事相上而

显见理体，犹如盖与盒、箭与的、触目见道，自然契合，而昙晟理会石头希迁之亲切会意处，

透过一派晦涩支离的名相，依然可观。此中若无药山惟俨之薰育，若无看经坐禅、对照经教，

而假设依旧在洪州宗“选佛场”中一味否定看经师古，昙晟哪能举出此种法门来？如果说，药

山惟俨是以其坚持看经坐禅的独到方式，为石头宗系保存了“回存”理论的星火，那么远来的

和尚昙晟则拨亮和点燃了星星之火——他在《宝镜三昧》法门中明确首倡“偏正回互”说。由

石头希迁而药山惟俨而云岩昙晟，三代禅师的思想历程，如同他们经历的湖南地理路线，青

山隐隐，绿水迢迢，在一派禅语机锋的掩盖下，哲理时而晓畅明白，时而幽暗迷离，山重水

复，但是至此，昙晟拈出“偏正回互”说，豁然之间，柳暗花明，瓜熟蒂落。 
  “偏正回互”正是曹洞宗的根本宗旨。宗旨既立，宗派成立的年代也就到来了。 
二、曹洞开宗  
 
  公元九世纪随后的一两个世纪禅宗全面鼎盛，与西方“黑暗的神学中世纪”相比，中国的

这个宗教鼎盛的中世纪，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连续数世纪禅僧之中代代涌现的智慧群星却



震烁今古。 
  其原因固然很多，但若论从其代表性人物心态着眼，了解其最初动因，直叩心灵的源头，

曹洞宗的正式创立者洞山良价，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叩问门径。 
  洞山良价（８０７－８６９），会稽诸暨（在今浙江）人，俗姓俞。先从马祖道一的弟

子五泄灵默披剃，二十一岁时前往嵩山受戒。此后参学于多位著名禅师门下，例如南泉普愿、

沩山灵祐等，最后在云岩昙晟门下悟入。“会昌法难”，他正值思想成熟的壮年，开山授徒。

唐宣宗大中末（８５９），先居亲丰山，后转豫章高安（在今江西）洞山，聚众数百，遂为

重镇，传法弟子有曹山本寂、云居道膺等二十六人。传世有《宝镜三昧歌》、《玄中铭》、《新

丰吟》、《五位君臣颂》、《五位显诀》和《纲要偈》，并有语录二卷。后人所谓“曹洞宗”一名，

即以洞山良价为轴心，上联曹溪，或下续其弟子曹山本寂，合称“曹洞”。 
  洞山良价最初出家为僧时，写有一封《辞北堂书》给家中高堂，叙述其出家的思想动因。

文字简练而饱含深情： 
  “伏闻诸佛出世，皆从父母而受身，万汇兴生，尽假天地而覆载，故非父母而不生，无

天地而不长，尽沾养痛之恩，俱受覆载之德。嗟夫！一切含识，万象形仪，皆属无常，未离

生灭，虽则乳哺情至，养育恩深，若把世赂供资，终难报答，作血食侍养，安得久长。故《孝

经》云：‘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不孝也。’相牵沈滑，永不轮回。欲报罔极深恩，莫若出家功

德，截生死之爱河，越烦恼之苦海，报千生之父母，答万劫之慈亲，三有四恩无不报也。故

《经》云：‘一子出家，发族生天。’” 
  以上这段话，既反映了良价在出家之前所接受的儒家教育素养，也体现了汉魏以来数百

年间佛教对于中国人的潜移默化之功。即以孝亲为例，中世纪的中国人拥有如此多元的选择，

如良价这样的人既承认和崇尚儒家“天覆地载”的一套教诲，又认识到存在着更高着眼的佛理

——这种选择既是理性的、智慧的、又饱含着感性的、感情的因子，既是痛苦的，又充满着

圆融的喜悦，全都是发自内心的，而无任何外在的强迫性，良价是这样表明他的选择的： 
  “良价舍今世之身命，誓不还家，将永劫之根尘，顿明般若。伏惟父母心开喜舍，意莫

攀缘，学净饭之国王，效摩耶之圣后，他时异日，佛会相逢，此日今时，且相离别，良非遽

达甘旨，盖时不待之，故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时度此身，伏冀尊怀，莫相记忆！” 
  书犹不足，作颂二首更以明志： 
  “未了心源度数春，翻嗟浮世谩逡巡。几人得道空门里，独我淹留在世尘。谨具尺书辞

眷爱，愿明大法报慈亲。不须洒泪频相忆，譬似当初无我身。” 
  “岩下白云常作伴，峰前碧障以为邻。免干世上名与利，永别人间爱与憎。祖意直教言

下晓，玄微须透句中真，合门亲戚要相见，直待当来证果因。” 
  十年之后，良价已是一个参学四方，阅历甚广的得道高僧。回望来路，感慨良多，他再

修书一封，告白母亲： 
  “良价自离甘旨，杖锡南游，星霜已换于十秋，歧路俄经于万里。伏惟娘子收心慕道，

摄意归空。休怀离别之情，莫作倚门之望。家中家事，但且随时，转有转多，日增烦恼，阿

兄勤行教顺，须求冰里之鱼，小弟竭力奉承，亦泣霜中之笋，夫人居世上，修已行孝，以合

天心，僧有空门，慕道参禅，而报慈德。今则千山万水，沓隔二途，一纸八行，聊伸寸意。” 
  洞山良价母亲的回信，亦足以道明鼎盛年代母亲对于出家儿子的认识与心态： 
  “吾与汝夙有因缘，始结母子恩爱情分，自从怀孕，祷神佛：愿生男儿，胞胎月满，性

命丝悬。得遂愿心，如珠宝惜。粪秽不嫌于臭恶，乳哺不倦于辛勤，稍自成人，遂令习学。

或暂逾时不归，便作倚门之望。来书坚要出家，父亡母老，兄薄弟寒，吾何依赖？子有抛娘

之意，娘无舍子之心。一自汝住他方，日夜常洒悲泪。苦哉苦哉！今既誓不还乡，即得从汝

志。不敢望汝如王祥卧冰、丁兰刻木，但如目莲尊者，度我下脱沉沦，上登佛果。如其不然，

幽谴有在，切宜体悉。” 



  一部中国佛教包括禅宗史，若将以上历史材料视之为题外赘余而弃之不顾，则不免面目

苍白甚至可憎。比之以下要叙述到的抽象得多的洞山哲学思想，上述富含感性通俗易懂的文

字，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在整个佛教特别是禅宗鼎盛的年代，任何一宗一派

之所以能够发达与鼎盛起来，其最初的动因，无不缘于社会与论的宽容、个体的理性自觉，

选择是多元的——既可学王祥卧冰，更可效目莲救母，既可入世，更可出世。如此文化氛围

与理性自觉选择之下成长发达起来的宗教，岂可与“愚昧和黑暗的守护神”同日而语！ 
  洞山良价如此智悲兼运的突出个性，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到他的云水生涯，他最初接触到

乃师昙晟门下，就是从参“无情说法”一案而开始悟入的： 
  “既到云岩，问：‘无情说法，什么人得闻？’云岩曰：‘无情说法，无情得闻。’师曰：‘和
尚闻否？’云岩曰：”我若闻，汝即不得闻吾说法也，’曰：‘若恁么，即良价不闻和尚说法也。’ 
云岩曰：‘我说汝尚不闻，何况无情说法也。’” 
  石头宗系长于吸收融会诸宗的特点，在这里又一次充分显露出来，其关注形而上的本体

论思想家特质更为浓重，洞山良价在此即紧接着向云岩呈上一偈，表明自己的强烈兴味： 
  “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解说不思义。若将耳听声不现，眼处闻声方得知。” 
  这与马祖一系强调直下顿悟，又成歧路。良价不是迳直由此全部领会，而是在经历了诸

如此般“也大奇”的思想迂回曲折缠绕之后，总在昙晟《宝镜三昧》的法门之下终于悟入，因

为他在辞别云岩山时，心中仍犹疑徘徊，反复思量，直到过一水，睹水中之影像，豁然悟彻，

所悟的正是“宝镜三昧”精神。其得法偈云： 
  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住。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

恁么会，方得契如如。 
  过水即如临镜，形影相睹，当人即是影像，影像岂非斯人，形影宛转相照，水镜之妙一

也。 
  洞山良价之所以成为曹洞一宗的创立者，在于他直承石头承迁、药山惟俨与云岩昙晟，

总结发明，提出了一整套包括功勋五位、正偏宛转、三渗漏和三路接人等方法、范畴在内的

理论思想与修行实践体系。而这一套独特的体系，其展开运用与丰富完善又是由他弟子曹山

本寂来完成的。其间之亲切紧密不可分割，故“曹洞”连称自为允当。《五灯会元》评价说：“洞
山权山五位，善接三根，大阐一音，广弘万品。”而曹山则“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
至此曹洞宗总蔚然成立，名播天下。 
  曹山本寂（８４０－９０１），俗姓叶（一说黄姓），泉州莆田（在今福建莆田）人，唐

代末年，泉州“多衣冠士子侨寓，儒风振起，号小稷下焉。”在此氛围之中薰陶过的经历，使

本寂在儒家教育下颇具功底。《宋高僧传》作者赞宁就曾称赞他素修举业，文辞遒丽，富有

法才，其实，这与乃师洞山良价以至乃祖石头宗系的特点颇有相通之处，对其个人的思想与

修行实践也深具影响。他十九岁于福州出家，二十五岁受具戒，闻洞山良价禅师盛名，即往

请益。良价闻其名。回曰：“本寂”。良价再问：“向上更道。”回云：“不道。”良价问：“为
什么不道？”回云：“不名本寂”。良价由此器之，传其心要。悟入之后，随缘放旷，如愚若

讷，后受请往抚州曹山，更迁荷玉山。两处均法席隆盛，学侣四集，他传授良价五位铨量，

撰《解释洞山五位显诀》立为曹洞丛林标准，还留下语录三卷，并注《寒山子诗》，盛行当

世。曹洞宗由石头系发源而出，洞山创立，至曹山大成。 
  如果说在曹洞宗正式成立之前，石头宗系已经由石头，药山和云岩昙晟为其提供了丰富

的思想来源，那么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得以立宗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在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层

次，他们以与乃祖的君臣、偏正等范畴“回互”理论相结合，通过深入细致阐述，使这一传统

理论变得完全成熟化，用以启示学人由事上见理、由现象见本体、由普通的世界观跃升而入

“曹洞宗的世界观”；在具体的修行实践上，他们以三路接人、三渗漏、三种堕等手法，树立

标准，具体展现曹洞宗应机接人的风格。 



  将世俗之君臣理念直接引入自己的宗教哲学与实践体系，并且成为特色，这在古今中外

的宗教历史上并不多见。在曹洞宗历史上，洞山良价的这一开创性尝试，其初因仍然可以直

溯其《辞北堂书》，其浓厚的报恩思想动机，由报父母恩而延至报皇恩，并深入渗透到他的

禅理论与实践中，由此而成“君臣五位”这一根本思想，用以阐明“回互”之理，并因之成为曹

洞宗区别于其他宗门的主要特色。 
  “君臣五位”重在阐释理与事、本体与现象、一般与个别之间存在的五种关系，其中有四

种是片面的、失当的，只有一种是事理俱融、全面正确的。失当与否，可以用正、偏来表示，

曹山本寂的概括简明扼要： 
  “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的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

舍事入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着真宗。” 
  用以上正偏五次来说明理事关系，犹嫌不足，以君臣二者来进一步明其大体，就是“君
为正位，臣为偏位，君视臣是正中偏，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臣道合是兼带语。”显然，“兼带”
也好。“君臣道合”也好，总是曹洞宗的理想哲学模式：克服各种片面的认识，达到由事见理，

即事而真，事理圆融，混然内外，和融上下，方为至上境界。 
  运用近代语汇来解释上述名相是一回事，真正贴近曹洞去理解其原初的“本来面目”又是

另一回事，这种差别多少有点类似文物保护修复领域里的“整旧如新”和“整旧如旧”之异。从

后者的角度来说，由石头宗系达至曹洞宗，其长于形而上思考这一思想家特质渐臻成熟完善，

这是就内在之质而言，从外在形式看——当其开宗立派、丞需建构自己独特哲学体系时，困

难便发生了：建筑这一新型大厦的砖瓦材料严重不足，只能从别处借取现成的名相范畴为我

所用，曹洞借用“君臣”之说，即是最主要一例。后世论者往往指出其与世俗政治之关系（如

中唐以后重振君权思潮之影响），并无不妥。但言谨及此是很不够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

中世纪的禅思想家们，在努力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越来越面临着缺乏新的哲学语汇的严

重困难，因此，这种努力就时常处在内在的思想张力与外在的语汇的贫乏矛盾之间，显得力

不从心，以至于反复借喻，来回比说，本欲申明宗旨，反使宗旨本义为文辞所掩盖，变得迷

离含混。例如在阐述“君臣五位”时，往往配以《周易》的一些卦象：将“正中来”配以“大过”；
“偏中至”配以“中孚”；“正中偏”配以“巽卦”；“偏中正”配以“兑卦”；而“兼中到”（兼带），则

相当“重离”。对此，后世学人当然只能取得鱼忘筌之法，来辨明领会其精神要旨了。至于对

本宗如何朝新的方向发展，创新的突破口何在，则鲜见指导性意见，特别是有关本宗区别于

其它宗派的特色，在重视知解、善于融会、坐禅看经，更未及作任何自觉系统的反思。如此，

曹洞立宗之初，即埋伏下宗门内在的深刻危机。曹洞宗后世发展中，在大阳警玄和天童如净

两度毅然自断法统，与此大有因缘，良足深悲！ 
  在修行实践上，曹洞宗立足于理事回互的基本理念，多方施设，接引学人。良价立“三
种渗透漏”、“三路”、本寂立“三种堕”，均是。所谓“渗漏”，指错误见解，包括见渗漏、情

渗漏、语渗漏、即指从见解、情志、语言文字等三个方面，背理执事，坠入世俗错误知见。

作为对治“渗漏”之方，良价指出三种手段即“三路”，鸟道、玄路和展手。鸟道者无踪迹可行，

示参学者需直下体悟；玄路者如“夜半正明，天晓不露”，说明明暗“回互”，学人要蹈此路。

而展手者，示学人事理变明，体用无滞，尽展两手，直入般若门。 
  曹洞宗门既立，继良价之后住持洞山的有道全、师虔、道延等（生卒年不详），曹山本

寂门下参学的知外弟子亦有道延、从志、处真、慧霞、光慧、弘通、行传等。以上诸禅师亦

多留传有机锋问答，但是法脉都传之不远。真正将曹洞法脉保存下来的是云居道膺一系。 
  云居道膺（８４８－９０２）也是洞山良价的法嗣。俗姓王，玉田（在今河北）人。少

年在范畴阳（治今河北涿县）延寿寺出家，初修小乘戒律，后往终南山之翠微寺参无学禅师

（丹霞弟子），继往筠州（在今江西高安），参洞山良价，终于契悟，今会得洞山的宗旨。良

价印可道：“此子以后千人万人把不住”许为门下弟子中的领袖。后至洪州（冶在今东西南昌）



云居山创真如寺，讲法三十余年，大振曹洞宗风，风被海内外，徒众多至一千五百人。其海

外传人中，著名的有新罗利严（８７０－９３６）、高丽庆甫（８６９－９４８）等，利严

得法归国之后，创面弥山派，为海东禅门九山之殿。 
  道丕（？－９０５），亦作僧丕，长安人，在家时以孝亲著名，亲殁出家，是云居道膺

的法嗣。居洪州凤栖山同安院，学者云集，世称同安祖。其同门为道膺法嗣者，知名的还有

怀晖、怀岳（？－９４５）、本空、道简（生卒年均不详）等人。 
  僧志（生卒年不详），又作观志。嗣同安道丕，继其丈席，后世称为凤栖祖。 
  缘观（生卒年不详），嗣同安僧志法席。住鼎州（今湖南常德）梁山，后世称梁山缘观。 
  综观曹洞宗在唐五代的整体状况，可以分为三个截然有别的时期，即前曹洞宗时期，成

立时期和第一个低潮时期。 
  所谓前曹洞宗时期，即以石头希迁、药山惟俨和云岩昙晟为标志的酝酿准备年代，时间

在７００－８４１年之间（以石头生年和昙晟卒年为始终）。这一长达百余年的准备年代，

为曹洞宗的成立提供了充足的、直接的思想来源，就思想的成熟度来说，这种培元固本的工

作使得曹洞一宗先天地具有了某种突出的早熟性。以至于当曹洞宗在九世纪（８０７－９１

０，以良价生平和本寂卒年计）正式成立的年代，其创立了所做的工作主要就是将现成的思

想资料（“偏正回互”）予以整理，使之向高度成熟和缜密的方向上进一步拓展（配以君臣五

位乃至《周易》和道家思想资料），同时在接引学人的实践之中，将其尽可能地操作化（良

价所谓鸟道、玄路和展手）。这样一来，一种看似矛盾的奇特现象就出现了：曹洞宗成立之

时，其思想义理之基业已筑就，创立者们（洞、曹二师）努力建构适应成立需要的宗门哲学

大厦，却发现缺乏足够的新鲜资料可以运用，于是大量的原非佛教的无关资料被借用进来，

例如君臣、功勋、易卦等等名相被吸收进来作为主要的范畴，用以建构这座大厦。这与一般

禅师随机应化、随缘施设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后者只是随手利用外缘开示学人而已，曹洞宗

却不得不搬运外缘来作为基本材料，建构和发展自己的核心体系。这种思想的早熟性，使得

曹洞宗具有某种悲剧意味，刚刚开始就告停滞，新的理论生长点无从寻觅。日本学者忽滑谷

快天在论及曹洞宗第二代创立人本寂时，不无沉痛地说过：“使洞山宗旨明于世者本寂也，

使洞山宗旨坠于死型者，亦本寂也。”这是迄今为止，就曹洞宗成立之悲喜剧所仅见的一则

全面评价之语。明乎上述因缘，则知“坠于死型”，责任不在本寂，在乎时节因缘耳。当然，

这也说明，所谓宗派成立年代，亦有人为划分之弊，“曹洞”因为约定俗成之一名相，宜明其

亲密关系，但当初径直呼之“曹溪洞山”、或“石头曹山”以明乎其宗派的真正思想源流，亦未

尝不可。 
  历经八世纪准备，九世纪成立的曹洞宗，甫一成立，即进入相对沉寂低落的年代，终唐

末五代之世，乃至于人宋之后，虽然在本寂特别是道膺下勉为传承，数代之间有迹可寻，但

无复乃师乃祖光耀千古之旧观。这一局面横贯十至十一两个世纪，此中当然不是以名僧论世，

最为致命的问题在于：新的义理的突破口，生长点未曾找到，故无新的气象可言。 
三、宋代曹洞宗  
 
  至少从公元１０世纪中叶起，曹洞宗进入了百年孤独的年代。 
  臣主相忘古殿寒，万年槐树雪漫漫。 
  千门坐掩静如水，只有垂杨舞翠烟。 
  这首诗，本来是曹洞宗用以形容其臻于“偏正回互”、“君臣道合”、成佛作祖之至上境界

的，但是从后世史家的眼光来看，却不免成为一种纤语：这个富于思想家特质的大宗派，在

经历了８－９世纪的辉煌之后，失去了其强健的思想活力，在万看槐树、千门坐掩之中再也

不见有“人天师”之主体出世，惟余“偏正回互”的余绪言，如垂杨在历史的风中漫舞，这真是

一种刻骨铭心的百年孤独。 



  这种孤独，当然不是表相的。从历史上看，几乎是在刚刚跨入十世纪的门栏之时，初期

曹洞宗的最后一颗明星——云居道膺即告入灭（９０２），从此，在整个十世纪的上半叶，

亦即所谓五代十国时期，相继有同安道丕、同安观志、梁山缘观在继嗣宗脉。虽然以上三师

在历史上记载过简，传世机级语录寥寥无几（如同安志甚至缺语录传世），但曹洞宗谱不可

言中断，甚至对同安丕、同安志、宗门尚有“同安祖”、“凤栖祖”之尊称，可以想见宗门香火

绝如缕之亲切状。不过，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一位嗣法者梁山缘观禅师那里，显然已经透露出

某种令人不安的焦虑消息来了： 
  （缘观）示众云：“停机罢赏，匿迹潜踪……谈玄唱道，莫非云水高人；鸟道无踪，乃

是道人行履。谈玄则不挂唇吻，履践则鬼神难觅，悟之则刹那成佛，迷之则永劫生死。有疑

即决，不可守株待兔，抱拙守愚，潦倒无成，空延岁月。” 
  这与乃祖从容细密、回互绵延之风，相去何啻百千里！观此急切焦虑之状，实与禅师个

人修行见地功夫无关，而事关曹洞禅之全局：云居道膺之后，数十年间，曹洞宗门参学者剧

减，从当初动辄门下聚集千百徒众，演变而为门可罗雀，至于登堂入室窥其奥区者几稀，《景

德传灯录》梁山观本传记曰： 
  问：“如何是和尚家风？”（观）师曰：“资扬水急鱼行涩，白鹿松高鸟泊难。” 
  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难和。十载访知音，未尝逢一个（颂一），红焰藏吾身，何须塔用

新。有人相肯重，灰里邈全真。（颂二） 
  自石头希迁源、曹洞立宗以来，气象阔大浑厚的曹洞大宗，何以一变而为“鱼行涩”又“鸟
泊难”？何以骤失吸引力？简略地说来，这与其立宗之初内在义理思想的早熟、外在名相语

汇的贫弱匮乏大有关系，这在上文已作分析。是以，洞山开宗以后，经曹山本寂、云居道膺，

不过二世，其内在与外在的旧有资源忽忽告罄，新的当时代之机的生长点尚未呈现，延至同

安丕、同安志，竟无一新义可以语人。此门淡泊，收拾不住，天下参学者尽归当机之云门、

临济二宗门下，面临此一光景，梁山观如何不深重忧虑自己门下“潦倒无成，空延岁月？” 
  试进一步观察梁山观接引大阳警玄一案。大阳警玄（９４８－１０２７），江夏张氏子，

少年在金陵崇孝寺依出家之仲父为师，年十九为大僧。其谒梁山而契悟事迹，在《禅林僧宝

传》中记载如下： 
  问：“如何是无相道场？”观指壁间观音像曰：“此是吴处士画。”延（即警玄，宋祥符中

避国讳易名警延——引者注）拟进语，观急索曰：“这个是有相，如何是无相底？”于是延悟

旨于言下，拜起而侍。观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辞，恐上纸墨。”观笑曰：

“他日此语，上碑去在。” 
  在梁山观“急索”之下，大阳警玄终于契悟，可以“上碑”传世，梁山观禅师悬悬之心，总

算落一实处。 
  很难说这种传承是否过于勉强，但是无论如何，到大阳警玄之世，曹洞宗竟至中断。这

种暂时的中断，与其说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毋宁说是出于他的高度自觉、高度负责任的毅然

抉择。 
  史家往往因大阳警玄留皮履布直 托付浮山法远代为觅传人的戏剧情节，而谓警玄门下

乏嗣。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据《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等记载，警玄法嗣

并不乏人，动以一二十人计，即使警玄入灭之后，亦有福严审承等人尚在世，不可谓无人承

嗣。其中审承、清剖两人还号称奇杰，有语录传世，著名于时，所以历来所谓后继无人，不

过是史家臆测之语。那么大阳警玄何以出此壮士断腕之举？ 
  上文言及，曹洞宗自十世纪初以来，传承脉息遽弱，自同安丕、同安志到梁山观，难以

为继之窘迫状日甚。此并非外在压制使然，而系内在泉源枯竭，无从当机接人，至警玄之世，

以玄之机警聪慧，仍无以改观。自同安丕三传以至警玄，百年有余，曹洞门下静如止水，新

意生机丧事失殆尽。这种难乎为继的孤独之状，并不仅仅表现为门下冷清，更在于承其法统



者精神深处的痛苦和无告。警玄传世语录甚简，但亦可透露其孤独心迹： 
  问：“如何是平常无生句？”师曰：“白云复青山，青山顶不露。”云：“如何是妙玄无私

句？”师云：“宝殿无人不侍立，不种梧桐免凤来。”“如何是体明无尽句？”师云：“手指空时

天地转，回途石马出纱笼。” 
  “自以先德付受之重，足不越限，胁不至席者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叹无可以

继其法者，以洞上旨诀寄叶县省公之子法远，使为求法器传续之。……以天圣五年（１０２

７）七月十六日升座辞众。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略云：‘吾年八十五，修因至于此。

问我归何处，顶相终难睹。’停笔而化。” 
  所谓“先德付受之重，”实乃曹洞禅法难乎为继、乃师梁山观勉以为继之危，警玄痛感乎

此，足不越限，胁不至席五十年，而终于未能别开生面，此中悲苦，夫复何言！ 
  警玄最后不是从自己门下聊选一人，姑且付托——他从梁山观和自己身上已明察此路不

通，而是明乎因缘未具，时节未至，毅然壮士断腕，断绝门下任何法嗣之念，将曹洞法统，

以皮履直 为记，庄重托付如日中天的临济高僧浮山法远，嘱其代觅天旋地转时节出世之曹

洞真传。 
  这是何等大智大勇之举！设若警玄此时一念苟且，草率付法，则其个人自不必冒断绝法

嗣之风险，而曹洞宗门必步入陈陈相因、彻底枯竭之绝境！须知，为宗谱续法嗣极易，为精

神择传人极难。由此反观佛教史、禅宗史上诸宗兴衰内在奥秘，可知苟且极易、不苟且极难，

苟且必衰、不苟且必兴之至理！就这一意义而言，大阳警玄真为千古一高僧！ 
  大阳警玄这一千古绝唱，因其后投子义青的成功接续，而往往为论者忽略不识，史家常

归功于浮山法远，殊不知阳警玄为其关键。大阳警玄以非凡气魄与手段，了断曹洞宗在公元

十至十一世纪前期尴尬独的百年史，为曹洞宗的长远发展带来了真正的转机。 
  选择浮山法远，来代觅曹洞真传之人，是大阳警玄高著眼的一个明证。浮山法远（９９

０－１０６７）为临济名僧，在禅林中有“远公虎子”之名。欧阳修闻其说法之后，曾感叹：

“修初疑禅语为虚诞。今日见此老机缘，所得所造，非悟明于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法远

早岁游学时，曾参大阳警玄门下，得到警玄印可。是以警玄识人，托付传法大事于法远， 法

远当此大任，未敢丝毫疏忽，历经二十余年，始得择中投子义青，嗣其嗣法警玄。 
  投子义青（１０３２－１０８３），俗姓李，青社（今安徽舒州）人。十岁出家，数年

间精通《法华》、《华严》和《百法论》等经论。后随法远数年，兼习临济与曹洞禅法。宋英

宗治平元年（１０６４），受法远嘱，接续曹洞法统，其来历深厚，眼界开阔，又值盛年，

上接曹洞中断二十余年法脉，有生机勃发，无陈腐逼仄，煞是清新可喜可观： 
  圣节上堂：“天垂玉露，地涌祥云，千江澄万顷烟波，四塞贺尧风舜化。山连碧汉，树

起清风。琼林华绽于瑶池，御柳莺啼于玉苑……诸仁者，正当恁么时，且道‘君臣道合’一句

作么生道？”良久云：“道泰君臣清宇宙，时丰齐贺舜尧年。” 
  谢化主上堂：“碧岫横空，白云自异。灵苗独秀，繁草何生。金鸡啼处，月落三更。玉

兔眠时，日轮当午。琼林上苑，枯木逢春，宝殿苔生，歌谣万里。然虽如是，且道‘应时应

节’一句作么生道？良久云：“夜来深雪里，天晓数枝开。” 
  试比较投子义青与警玄门下审承诸人的机锋，则其高下，不啻天壤。由警玄而经法远，

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如是终于校正了曹洞禅法脉，此等大手笔，非玄、远等第一流禅者所不

能梦见。 
  义青嗣法弟子中，以芙蓉道楷最著名，芙蓉道楷（１０４２－１１１８），沂州（今山

东临沂）人，俗姓崔，少辟谷学道，后游京师，试《法华》得度，具戒游淮西，时义青住白

云山海会寺，道楷遇而言下悟入，先后住持安徽马鞍山、江西洞山和湖北大阳等地寺院。宋

徽宗崇宁二年（１１０３），住持京城净因寺，后五年移住天宁寺。开封尹李孝寿以其道行

卓冠丛林，请帝赐紫衣和师号。道楷谢恩爱拒受，被逐出京外遣放，次年敕放释，令自便，



即仍庵于芙蓉湖上，学徒数百，环绕坐卧，楷虑祸，乃日各食粥一杯，不堪者稍稍减退，随

侍者犹百余人。徽宗政和七年（１１１７），帝为所居庵赐额“华严禅寺”。明年入灭，遗偈

云：“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

拘束。” 
  曹洞宗历代传人中，超出江西湖南，长期住持帝京者，道楷为第一人，这本身就说明曹

洞宗较之以往，活动范围大增，而眼界亦大，至于道楷的突出个性与节气，更令曹洞宗增色，

设若当初曹洞宗无大阳警玄毅然“断腕”之举，依然苟且局促于区区同安道院，后来义青、道

楷之崭新局面气象，岂可梦见？ 
  对于喜好以“君臣偏正”来说明自己哲学体系的曹洞宗来说，宋徽宗之于芙蓉道楷间的戏

剧性情节，其实可以视作对曹洞宗风的一次检验，兹录道楷上表拒受帝赐之文如下： 
  “……伏念臣行业迂疏，道力绵薄，常发誓愿不受名利，竖持此意，积有岁年，庶几如

此传道后来，使人专意佛意，今虽蒙异恩，若遂忝冒，则臣自违素愿，何以教人。岂能仰称

陛下所以命臣住持（指奉敕住京师两大寺——引者注）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只受。伏

望圣慈察臣微悃，非敢饰词，特赐俞允。臣没齿行道，上报天恩。” 
  帝闻，又令李孝寿亲往谕旨，而楷道心坚定，孝寿只得如实具闻。因此发生后来帝怒收

楷，付有司逐京外之事。这是曹洞宗进入社会政治舞台中心之后的一次极精彩的亮相，是曹

洞宗报恩思想由洞山良价报母恩而至道楷报皇恩的一次完整的宗教实践演绎，其结果赢得了

上至天子下至士民的真正尊敬。宗门至此，焉得不光大。 
  芙蓉道楷门下著名者有子淳、法成、惟照、元易、自觉、禧浦、齐琏、善秀、法灯等人。

其中以丹霞子淳（１０５４－１１１９）和净因自觉（？－１１１９）著名于时，亦且传世

久远。 
  如果说，曹洞宗在立宗之后因时节因缘所限，其行不远，在十至十一世纪前半期一百五

十余年的历史中尚未得到长足发展，那么，以１０６４年投子义青接续法脉的戏剧性情节作

为分界线，此后就是曹洞宗真正展开生发的年代。芙蓉道楷便是“中兴”之祖，以他为新的历

史起点，曹洞宗在此后几个世纪之中，呈现出一种饶有意趣的梯次发展局面（丹霞子淳和净

因自觉在其间作了必要的铺垫和过渡）： 
  第一梯次是北宋末到南宋前期的宠智正觉。 
  第二梯次是贯穿南宋中后期的长芦清了一系。 
  第三梯次则是直接发端于南宋，盛行于金元时代北方的净因自觉一系。 
  具体地来说，从两宋之际兴盛起来，活跃于南宋的曹洞宗禅师，以丹霞子淳系为主。子

淳门下发端出宠智正觉、长芦清了两支。 
  宠智正觉之所以出类拔萃，超徒越众，蔚然成为道楷中兴曹洞宗之后的先锋人物，是有

其深刻的历史因缘的。 
  宠智正觉（１０９１－１１５７）是隰州（治今山西隰县）人，俗姓李。七岁能诵儒典，

日诵数千言，其祖父与父亲两代都是深受禅宗薰陶的知识分子，参询禅师，诵习《般若》不

辍。如此则使正觉少小与禅宗固结深缘，十一岁出家，十四岁受具足戒，十八岁开始游方参

学。其先游踪北地中原，首参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香山寺枯木法成禅师。此法成即芙蓉道

楷弟子，亦曾受诏住持汴京名寺，名重当代。正觉二十三岁，得遇丹霞子淳，随侍五年，先

掌记室，后升首座，并随子淳从中原南迁，此间得子淳传法。子淳入灭后，受清了之邀，曾

往真州长芦（在今江苏仪徵县）为清了之首座。子淳门下两大弟子理共住一寺。宋室南渡之

后，建炎三年（１１２９），正觉开始住持明州天童寺（在今浙江宁波），此后近三十年间，

除曾应诏住持杭州灵隐寺数月之外，均住天童寺，其倡“默照禅”即在此期间，卒谥“宠智禅

师”。有《宏智正觉禅量广录》传世。 
  有宋禅宗史上，正觉的突出成就，在于其倡导“默照禅”，为南宗禅（主要是曹洞禅）的



一种非主流传统——坐禅传统创造和阐明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具有强烈的指导修行实践意

义。他的朋友兼论敌大慧宗杲禅师评其“烹佛烹祖大炉鞴，锻凡锻圣恶钳锤”，此言可谓知人，

而评其“起曹洞于已坠之际，针膏肓于民死之时”则值得深思，深思宗自投子义青续法，至芙

蓉道楷门下，已然中兴，楷入住帝京赐紫封号，其门徒如法成者亦享此殊荣，正可谓方与未

艾之际，宗杲何以断言其“已坠”和“必死”只有首先弄清此一关键，然后总可言“默照禅”要旨。 
  简略地来说，曹洞自洞山曹山开宗，九传至于宠智正觉，其间几三百年，曲折多舛，间

有高僧如警玄、义青、道楷辈出，但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这就是适应

立宗之后的需要、创建本宗独有的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并使之在可操作层面完善成熟，对

本宗修行实践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惜乎从洞曹两代起，即一直未能彻底解决此一问题，

前文已详细分析，曹洞立宗之前以“偏正回互”论成立为标志，即已具备思想的早熟性质，洞

山曹山两大师使之更为丰富缜密有加，完成成熟，而在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和依据上则未及

开拓，特别是有关本宗在南宗禅法体系之内存在的合理性——其中最突出的是坐禅看经、融

会别宗甚至外学（如儒道）这一系列迥异南宗禅主流（洪州、临济）的本宗特色，一直未能

正面阐明，随着曹洞宗的次第传承，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旧有的“偏正回互”、“君臣五位”
的学说日益不能满足需要，尤乏可操作性（历代禅师渐次弃置不言及即是明证），而新的理

论体系又未曾建立起来，其矛盾结果事关曹洞宗生死存亡。是以，先有大阳警玄途穷思变、

壮士“断腕”于前，尔后即便在芙蓉道楷中兴繁华的表象之下，理论上无以立足的危机依然深

重。反之，临济名僧宗杲以临济禅法蔚为南宗主流、体大思精、大机大用之显赫背景，冷眼

观之，看破曹洞致命危机所在，自是意料中事，故云其时曹洞仍在“已坠之际”、“必死之时”！
他猛烈抨击“默照禅”，却又高度赞扬“默照禅”起曹洞于必死绝境、使其起死回生之功，这一

矛盾态度真可谓旁观者清，最得曹洞宗实际。 
  明乎此，则知宠智正觉“默照禅”针砭之深切，注重坐禅，自石头、药山以来，至曹洞立

宗以后，一直是石头宗系和曹洞宗的修行实践传统特色，如果说那些属于形而上的义理特色

可以随时间推移而有所淡化、脱落，那么重坐禅这一传统则贯穿修行实践，未能回避，如何

与北宗禅之坐禅观心、拂尘看净传统划清界限，与慧能南宗明心见性、直下顿悟之宗旨保持

一致，进而言之，如何对曹洞宗修行实践提出根本性的指导方针，为其后发展开拓生存空间

——以上正是正觉禅师入手处。 
  “默照禅”者，合守默静坐与般若观照之谓也。正觉自作《默照铭》云： 
  “默默忘言，昭昭现前。鉴时廓尔，体处灵然。灵然独照，照中还妙。露月星河，雪松

云峤。晦而弥明，隐而愈显。鹤梦烟含，水含秋远，浩劫空空，相与雷同，妙存默处，功忘

照中。……正偏宛转，明暗因依。……回互底时，杀活页纸我。……吾家底事，中规中矩。

传法诸方，不要赚举。” 
  正因为切中修行实践要害，找准了新的理论生长点，正觉认为“默照禅”能给曹洞学人以

中规中矩、不被赚举之信心。这里，既包含和坚持了偏正回互、理事泯融的形而上理念，又

更是一种切实便利的习禅方法，他明确否定北宗禅法，认为神秀所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

镜台”是区分“雪里粉”、“墨中煤”的荒谬之举，指出默照者并非观心看净，没有一个身、心

一类的特定观照对象，不仅要求习此禅法者去除一切观照对象之念，而且连坐禅者自身也要

休歇、融入“空”中：“照与照者二俱寂灭，于寂灭中能证寂灭者是你自己。若恁么，桶底子

脱去，地水火风，五蕴十八界，扫除无余。” 
  通观“默照禅”之禅法，正觉既坚持和发展了石头希迁以来禅法宗旨，并将其推展到彻底

空心之极致，使曹洞禅法落到实处、站稳脚跟，同时又大胆扬弃了洞、曹二宗师名相过于繁

琐之弊，一改本宗素来不事张扬宣传传统，提出简便易行、富于吸引力的主张，所传心要，

较之往圣，删繁就简，明白晓畅，号召力极强。其矛头所向，直指人心：“参禅一段事，其

实要脱生死，脱生死不得，唤什么作禅？”如此直下了当，不能不令曹洞生命力全活，宗风



大振！无怪乎正觉住天童，四方学者争相奔凑，逾千二百，其住天童垂三十年，寺屋几千间，

无非新者，因缘时节至此而备，天童寺遂为一代习禅中心，此千百学人，得法之后大多“分
化幽远，晦迹林泉”，如龙归沧海，虎放南山，虽山海之大不显其迹，而龙吟虎啸，其影响

之大岂可蠡测。 
  宠智正觉“默照禅”禅法馨香犹温，长芦清了一系又连绵继起，是为曹洞禅入南宋发展之

第二梯次。 
  长芦清了（１０９１－１１５２），法号真歇，左绵安昌（在今四川）人，俗姓雍。嗣

法于丹霞子淳，然游历广泛，登峨嵋，朝五台，入京师，访禅讲名席，积磨炼之功，南游诣

长芦，先为祖照禅师充作侍者，后一语投契，继其法席，有语录二卷行世，曹洞宗善于融会

诸宗特色，至南宋之际，已然袒露于世，无所回避，其中最为传统者当属曹洞与华严相为表

里，清了即著有《华严无尽灯记》，融华严入禅，其末有偈云： 
  镜灯灯镜本无差，大地山河眼里花。 
  黄叶飘飘满庭际，一声砧杵落谁家。 
  又作《净土宗要》，提倡念佛，强调“信知乃佛乃祖，在教在禅，皆修净业，同归一愿。”
表现强烈的融会禅、净、教思想。 
  天童宗珏（１０９０－１１６０），一名大休，舒州人，俗姓郑。师事长芦清了禅师，

嗣其法。住明州天童寺，学众恒逾３００，较之前辈，曹洞规模至此又见大增。 
  雪窦智鉴（１１６２－１１９１），滁州人，俗姓吴。曾谒长芦清了禅师，时宗珏以首

座示以方便，遂隐居苦参，久之得悟，乃嗣宗珏法绪。住明州雪窦（在今宁波），以本色接

人，四方远来学法，门风大振。 
  天童如净（１１６２－１１２８），明州苇江人，俗姓俞。初参雪窦智鉴，鉴问：“汝名

什么？”净曰：“如净。”鉴曰：“不曾污染，净个什么？”净莫措。一日白鉴曰：“愿乞某充净

头。”鉴曰：“不曾染污，净个什么？若道行，许汝净头。”净又莫措。阅数月，鉴召净室内

曰：“前来一拶，道得也未？”净拟议，鉴大叱：“出！”如果激发数番。一日，忽上方丈，白

鉴言：“某甲道得。”鉴曰：“纵脱臼窠，即落便宜，如何道得？”净拟进语，鉴便打，于是豁

然有省，连声叫曰：“某甲道得，某甲道得。”鉴微笑，即请充净头，从受鉴会嘱大法，为曹

洞法嗣。因其身长而豪爽，时人称为净长，后世号为“长翁”。相继住建康府清凉寺、台州净

土禅寺、临安府南山净慈寺和明州天童寺等东南名刹。住天童四年，学者辐凑、门庭清严，

海内以为法式。临终遗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弥天。打个跛跳，活陷黄泉。咦，从来生死

不相干！“嗣其法者有鹿门觉、石林秀等人，日本京都僧人永平道元于宋理宗宝庆元年（１

２２５）谒见如净。两年后，如净竟许为法嗣，传芙蓉楷祖法衣、《嗣法书》、《自赞顶相》

和《宝镜三昧》、《五位显诀》等，与道元携返日本。   
  天童如净在南宋曹洞宗史上有殿军之慨，这与其个人风格大有关系，其为人豪放，见处

高迈，放言纵谈，痛斥时弊，则恶拳痛棒。史家往往以“只管打坐”一语概括其宗风，而言不

及其内心沉痛激愤之深，实为皮相之言。 据永平道元所述，其示云：“参禅者身心脱落也，

不用烧香、礼佛、念佛、修忏、看经，只管打坐而已，”则看似将“默照禅”推展为极致，即

所谓“发展”，其实为匡救时弊痛下针砭之行也。禅宗发展至此，其僧界惑溺名利，风纪颓败

之状亦臻于极致。观如净说法之语，不见乃祖从容绵密、回互亲切之风，而触目尽是愤嫉痛

言，如指斥“僧堂里都不管，云水兄弟也都不管，只这与客官相见追寻而已，”又如常就天下

僧家长发爪之辈警诫云“不会净发，不是俗人，不是僧家，便是蓄生。古来佛祖，谁是不净

发者！如今不会净发，真个是蓄生！”其它如指斥在服装上“近来都著直 ，乃浇风也，你欲

慕古风，则须著褊衫……近来参禅僧家，谓著褊衫是律家兄弟服者，乃非也，不知古法人也。”
又如在经行步态上强调“僧家寓僧堂，功夫最要直须缓步，近代诸方长老不知人多也，知者

极少……你试问诸方长老看，必竟他未曾知也。”他因而规定自己门下：“今日参内里之僧，



必著褊衫，传衣时、受菩萨戒时亦著褊衫。”经行则“肩胸等不可动摇而振也。”以上通见其

日本法嗣永平道元在《正法眼藏随闻记》所转述之语。以一代豪迈不羁之龙象，却似乎汲汲

于发、爪、著衫、步态等琐细不堪处，其实睹落弃而知秋之沉痛，扶危局于欲倾之悲苦，堪

向何处道得？最后，他竟将曹洞传法信物，悉数尽付随参不到三年的异域僧人道元，令其席

卷而归海东，此似为色望之举，实乃拯救曹洞之一高着眼。回顾曹洞宗历史，壮士断腕。自

行了断，以拯法脉，大阳警玄在前，天童如净殿 后，如是再者，其令人肃然深思。 
  天童如净目送传法信物尽随道元挂帆远去，回过头来，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置身其间的五

家禅宗的格局的呢？他上堂示众云：“如今个个只管道云门、法眼、沩仰、临济、曹洞等家

风有别者，不是佛法，也不是祖师道也。”“近年祖师道废，魔党畜生多频频举五家门风，苦

哉！苦哉！”盖对五家儿孙落窠窟、竞势利、使正信佛法沦丧之危局痛入骨髓，故出此独断

之语。道元回到日本，用旁观者口吻转述说： 
  “大宋国一二百余年？……接引学人者，攀临济之四料简，四照有，云门之三句，洞山

之三路、五位等，以为学道标准，先师天童和尚，常笑此曰：‘学佛岂如此也？’ 
  数百年来禅宗界惨淡经营之五家格局，竟被一句“学佛岂如此也？”轻轻问住，这便是曹

洞宗在宋代操守清严见识高迈的法门龙象——天童如净所下的总结之语，令人不免有悲从中

来之慨。在这里，简单地批评天童如净矫枉过王、偏激片面，或指认永平道元有某种贬家禅

总格局也好，其成就是绝不容否定的，也无法否定，问题是，面对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佛

教历史局面，人们都能回味这位高僧的轻轻一句笑语：“学佛岂如此也”么？ 
  在芙蓉道楷门下，曹洞宗中兴的第三梯次则是由净因自五传至万松秀一系所完成。其历

时近一百五十年，与丹霞子淳至天童如净一系历时大体相当，但跨越南宋、金和元三代，中

间数传法脉较为模糊不清。 
  净因自觉（？－１１１７），青州人，俗姓王。少业儒，受知于司马光。宋绍圣（１０

９４－１０９８）年间，从芙蓉道楷落发，数年从学，得楷印可。崇宁（１１０２－１１０

６）间，奉诏住京师净因寺。政和元年（！！１５）迁鹿门寺（在今湖北襄阳）。政和七年（１

１１７）二月示众而化。灰烬中有舍利如菽，还葬青州，入塔日，有雨华之感应，史家有将

天童如净法嗣名鹿门觉者，与净因自觉混为一谈，缘于净因自觉后迁鹿门之故。实则二者相

距百年有余。 
  青州一辨，为净因自觉法嗣。宋宣和（１１１９－１１２５）年间，曾聚十方僧众，拈

提宗纲，设百问示众，由慈云觉遂一作答。其后，由元代林泉从伦逐一附颂，集成《青州百

问）一书，宣示曹洞宗风，流行后世。 
  青州中以大明僧宝、王山僧体二代，传世雪岩如满禅师。雪岩如满（１１３６－１２０

６），一作慧满。山西汾阳人，俗姓崔。在太原王山谒僧体禅师而得法，并承师丈席。晚迁

大明寺（在今河北磁县），学人四集，盛极一时，有语录传世。 
  万松行秀（１１６６－１２４６），河内之解（今河南洛阳一带）人，俗姓蔡。少年出

家于邢州（今河北邢台）净土寺，辗转至磁州大明寺参雪岩如满，总二十七日便领旨，在满

门下二年，尽得其底蕴，如满遂付以衣偈，令其嗣法，返回邢州净土寺后，在寺旁构“万松

轩”以自适，因有万松之号，次迁中都（今北京）万寿寺，金章宗明昌四年（１１９３），行

秀应诏赴内廷升座说法，帝躬迎礼，闻法感悟，赐锦绮大衣，建普度会，每岁设齐。后奉诏

移住大都仰山栖隐寺，再迁报因寺，晚年退居报恩寺从容庵，秀天资英才，于百家之学无不

淹通，曾三阅藏经。著述甚丰，有《祖灯录》、《释氏新闻》、《鸣道集》、《辨宗说》《心经凤

鸣》、《禅悦法喜集》和《请益录》，并语录等若干卷，而以《从容庵录》最为著名，及门弟

子众多，得法者一百二十人，影响最大者林泉从伦、华严至温、雪庭福裕等，以居士身份从

学护法的还有耶律楚材等金元两朝官绅。 
  《从容庵录》是万松行秀在耶律楚材敦请之下，将历年讲解公案和颂古的旧稿整理所在



之书，集中体现了他所弘扬的曹洞禅风。耶律楚材为此书作序，该书全称《万松老人评唱天

童和尚颂古从容庵录》，诠释正觉的《颂古百则》。其每则集公案与颂古为一。依《碧岩录》

体例，每则之下例分示众、列举公案、列举公案、列举颂古、夹注和评唱五种内容。行秀自

述其撰此书目的有三：“一则旌天童学海波澜。附会巧便；二则省学人检测讨之功；三则露

万松述而不作，非臆断也。”行秀博学广闻，引领学人窥见宏智正觉心要，游刃有余，其兼

通内外典功夫亦在“述而不作”之中毕现。 
  曹洞宗发展至十三世纪上半期，其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一方面，由丹霞子淳经清

了四传至天童如净一系，几经周折，至如净竟告消歇。前文已分析如净身陷禅界弊端丛生之

局，愤世嫉俗，无力回天，终将曹洞传法信物悉付日僧道元，任其跨海东去，道楷中兴之功，

遂传东瀛。另一方面，净因自觉至万松行秀一系由南方渐移北地，入金元之庭，不意在如满

至行秀一两代之间，不过三四十年光阴，竟然得到自由生发，倾倒朝野，生机勃勃，发扬光

大中兴精神，又开辟了曹洞兴盛北地百余年的黄金时代。此中底蕴，实令人深思。从社会文

化氛围看，南宋偏安，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织，虽僧界亦不遑宁处，更兼文化腐朽习气深

重，禅虽如净之操守清严亦回天乏力；而净因自觉一系，数代传承之间不知不觉脱离南宋，

得遇北地金元政权，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北地不久，所染汉人习气不深，文化上多清新刚健

之气，少滞着陈腐之习，故能为佛教生存与发展提供广大空间。万松行秀遇如此时节因缘，

于心平气和之中从容伸展，其庵号“从容庵”，著《从容录》，力从容道业，此等境遇则为南

方曹洞宗人所未敢梦见。 
 


